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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对贵州 230处遗址的时空变化分析发现,贵州旧石器时代遗址集

中分布在中部、西北部和黔西南等喀斯特发育的高海拔区域。至新石器时代,

遗址仍集中分布在中部、西北部和黔西南地区,但南部、东部等沿河地带和中

西部的山间坝子开始有遗址分布。到商周时期,遗址主要分布在沿河地带和山

间坝子里。其中,东部和南部海拔低于 1000 m 的地区遗址多分布在沿河地带,

而西部和北部海拔高于 1000 m 的地区遗址则分布在山间坝子。贵州位于亚热

带湿润气候区,气候环境的冷暖干湿波动对从事渔猎、采集及原始农业生产的

古人类影响不大,人类居住空间变化更多的与贵州特殊的自然地理背景有关,

特别是喀斯特地貌发育及适宜农业生产地方的空间差异,对贵州旧石器至商周

时期的遗址分布影响显著。旧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临近水源的天

然溶洞是人类居住的首选。随农业的出现和发展, 便于农耕的沿河地带和山间

坝子成为人类的生活居住地。故新石器时代,贵州先民居住呈现洞穴和河流阶

地或山间坝子并存;至商周时期,农业成为人类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人类主要

居住在沿河地带和山间坝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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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贵州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境内碳酸盐类岩石分布广泛,出露面积 10.9×104 

km2,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61.9%[1]。因碳酸盐类岩石的可溶性,全省喀斯特地

貌发育,其中的一些溶洞就成为石器时代人类的天然居所,在洞穴的堆积物中

有时可以找到远古人类劳动、生息的遗物和遗迹[2]。20 世纪 60 年代自黔西观

音洞旧石器早期遗存考古发掘以来,一系列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

期的遗存在贵州境内被发现[3-4]。史前时期,对于严重依赖自然环境生存的早

期先民而言,自然环境对其空间活动范围、生活生产方式等有着重要影响[5-6]

。通过考古遗存的时空分布可以就史前时期的人地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国内外

学者从这一角度开展了很多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较

为成熟的理论方法[7-17]。贵州境内早在 26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

类活动的遗迹,目前对贵州境内旧石器时代以来的人地关系从环境考古角度的

研究较少,本文从遗址时空分布角度,对贵州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时

空变化特征、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进行探讨。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位处我国西南部地势第二级阶梯的云贵高原上,平均海拔 1100 m 左

右[1]。全省地势西部地区最高,中部稍低,自中部起向北、东、南三面倾斜。

因此在大地貌类型上呈现西部高原,中部山原和丘原,东部为低山、丘陵的分布

格局,山地和丘陵的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92.5%。贵州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大部分地区年均温 14~16 oC,1 月均温一般不低于 5oC,7 月均温一般在 25 oC

以下,年降水量一般 1100~1400 mm[1]。东部受东南季风影响,四季明显;西部则

处于东南季风向西南季风过渡的地带,干湿季比较分明。由于境内山岭纵横,地

形破碎,地势高差悬殊,气温、降水等在空间上差异显著,造成贵州山地生态系

统复杂多样,动植物类型繁多,资源丰富。但全省大范围气候、土壤、植被等自

然地理要素均具有由东部向西部和由南部、北部向中部发生递变的性质。贵州

处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上游交错地带,全省水系顺地势由西部、中部向北、

东、南三面分流。苗岭是长江和珠江两流域的分水岭,以北属长江流域,主要河

流包括乌江、赤水河、清水江等;以南属珠江流域,主要河流有南盘江、北盘江

、红水河、都柳江等。 

2.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根据贵州省文物考古所提供的考古遗址数据,并结合相关已发表的考古发

掘报告及研究论文等统计发现,贵州省境内截至目前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

址共计 230 处。在这些遗址中,一些遗址如石桥大岩洞遗址、龙里跳洞遗址等

存在叠压关系,横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商周等时期。最终统计发现贵

州旧石器时代遗址 134 处,新石器时代 126 处,商周时期 37 处。贵州省境内

虽多数遗址缺乏绝对年龄数据,但根据已发布的年代数据及发掘出土动物化石

组合特征可发现,贵州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时代约从距今 26 万年至距今

1 万年左右[2,18-20],新石器时代则从距今 1 万年以来至距今 4000~3000 年之

间的六七千年时间[21-22]。故根据考古学年代学体系,将贵州省的遗址按旧石

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分别予以统计。另外,由于新石器时代作为人

类由过去以采集狩猎为主的攫取性经济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性经济转变

的阶段,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且因新石器时代贵州多处遗址存在

叠压关系,时代上横跨多个时期,最后统计发现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址分别

有 106 处、80 处和 71 处,各期遗存均较多。为进一步探寻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

的空间变化,特将贵州省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进一步按早中晚时期分开进行统计

。首先对贵州省 90 m 分辨率 SRTM DEM 数据、地形和水系图及各时期遗址点,

在 Arc GIS 下进行处理和矢量化,后在贵州省不同海拔分层设色地形图上分别

制作各时期文化遗址分布图 (图 1-6),并结合地貌及该区旧石器以来自然地层

记录的环境演变信息,探讨贵州境内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人类活动与周边自

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3 贵州遗址时空分布特征 

贵州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址共计 134 处 (图 1),遗址集中分布在贵州腹地

的贵阳和安顺、西北部的毕节和黔西南等高海拔区域。此外,在南部的北盘江

流域和北部的遵义地区也有少数遗址点零星分布,而东部及南部地势较低地区



则没有该时期的文化遗存被发现。经统计发现:贵州旧石器时期遗址中,125 处

分布在海拔 1000 m 以上,占此时期遗址总数的 93% (表 1)。由于贵州碳酸盐类

岩石广布,受流水作用影响,境内喀斯特地貌十分发育,存在很多天然洞穴。旧

石器时代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下,大量分布的溶洞往往为古人类提供了天然居

住场所。故该时期贵州境内 95%以上的考古遗存都发现于溶洞当中,已发现或已

发掘的比较重要的旧石器遗存如黔西观音洞遗址、盘县大洞遗址、普定穿洞遗

址、安龙观音洞遗址、水城硝灰洞遗址和兴义猫猫洞遗址等,都位于石灰岩溶

洞。而且这些早期先民选择居住的溶洞多处在距河流较近且高于河面的位置,

以便于生活取水,并从河床中采集加工石器的石料[2],还可避免突发洪水等灾

害的影响。如桐梓岩灰洞高出当地河面 32 m,水城硝灰洞高出当地河面 40 m,

兴义猫猫洞高出当地河面 70 m,普定穿洞高出当地河面 26 m[2],毕节青场老鸦

洞高出当地河面 15 m[23]等。贵州旧石器遗存中出土大量生活于中晚更新世时

期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和大量的刮削器,以及少量遗址中出土的骨

铲等工具[24],说明这一时期人类经济方式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 

 

 



目前贵州新石器时代遗址点有 126 处 (图 2),遗址集中分布区与旧石器时

代相比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仍然集中在腹地贵阳、西北部毕节和黔西南等高海

拔区域。但腹地安顺周边和西南部北盘江上游地区遗址数量突降,西北部毕节

六冲河流域的人类活动海拔高度则有所降低,逐渐趋向河流。而北盘江中下游

、南部其他河流和东部清水江等地势较低地区人类活动地点增多。统计发现海

拔 1000 m 以下的遗址数占到总数的 23% (表 1),与旧石器时代 93%以上的遗址

分布在 1000 m 以上相比,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海拔高度无疑降低许多。 

 

新石器时代人类经济方式开始转变,由过去以采集狩猎为主的攫取性经济

开始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性经济转变,在这一背景下,人类生活居住的地

方不再仅局限于溶洞, 河流两旁阶地及山间坝子等土质肥沃,水源方便,地势

相对平坦开阔的地点开始成为人们生活居住的选择。如在北盘江西岸一级阶地

上发现的天生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六枝老坡底坝子发现的老坡底新石器遗址

群,就是这类遗址的代表。该时期人类已经初步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但采集和渔

猎仍是食物的重要来源[25-26]。 

另外,为进一步探寻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空间变化特征,将贵州省新石

器时代的遗址按早中晚时期分别进行统计制图 (图 3-5),结果表明:与旧石器

时代相比,新石器时代早期时西北部毕节六冲河流域的人类就已经开始从高海

拔地区向河流低海拔区迁移,西南部北盘江上游地区遗址数下降,南部北盘江、

曹渡河和东部的清水江等河流,以及北部赤水河等河流附近开始有人类定居,

而腹地的安顺周边遗址点明显减少。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北盘江及南部其他河

流中下游地区遗址点增多,腹地安顺周边已几乎没有人类居住, 而贵阳周边遗

址数则继续减少。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北盘江中下游、曹渡河等南部河流中下

游,清水江、洪渡河等东部河流下游和北部赤水河流域的遗址减少、甚至消失,

而西北毕节六冲河流域的遗址在空间分布上略微偏离河流,腹地贵阳周边的遗

址则进一步减少。 



贵州商周时期的遗址目前仅发现 37 处 (图 6),且空间上也较为分散,以东

部乌江水系和清水江水系中下游分布较为聚集。在遗址分布的地貌类型上,东

部和南部等海拔低于 1000 m 的区域遗址多分布在河流两岸阶地上,如东部乌

江黑獭商周遗址群、洪渡中锥堡遗址,和清水江溪口遗址,南部北盘江拉它遗址

等;而西部、北部等地势较高区域的遗址点多分布在山间坝子里,如黔西中水鸡

公山遗址、吴家大坪遗址和营盘山遗址等。商周时期因经济方式的转变,此时

期人类主要从事生产性的农业活动,这些土地肥沃,取水方便,地势平坦的地方

,为人类的生活和农业生产提供了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故这一时期发现的遗

址多分布在河流阶地和山间坝子上。但在贵州仍有少部分商周时期的遗址分布

在溶洞中,如仁怀云仙洞遗址。商周时人类已经在河流阶地和山间坝子等地势

平坦、土壤肥沃的地方定居,从事农业生产,种植水稻[22, 25-26]。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贵州遗址点的空

间分布,发现这一时段贵州遗址点存在以下时空变化特点: 

(1) 旧石器时代贵州遗址集中分布在腹地贵阳、安顺,西北部毕节,黔西南

和北部遵义等高海拔区域,特别是在贵州腹地旧石器时代遗址密集。该时期分

布海拔高度在 1000 m 以上的遗址占遗址总数的 93%。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空间上较旧石器时代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腹地安顺周边和黔西南北盘江上游

地区遗址点数量显著减少,北盘江、曹渡河和清水江、锦江、乌江,以及赤水河

等河流的中下游地区开始有人类居住,西北部六冲河流域的人类活动海拔高度

则有所降低,逐渐趋向河流。该时期海拔 1000 m 以下的遗址数占到总数的 23%,

与旧石器时代仅 7%的比重相比,此时期人类活动海拔高度有所降低。进入新石

器时代中期,遗址空间变化上表现为北盘江及南部其他河流中下游地区遗址数

增多和腹地遗址数继续减少。到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北盘江、曹渡河等南部河

流中下游,清水江、锦江、洪渡河等东部河流和北部赤水河流域的遗址点明显

减少、甚至消失, 而西北部六冲河流域的遗址点在空间分布上略微偏离河流,

腹地贵阳周边的遗址则进一步减少。贵州商周时期目前仅发现遗址 37 处,空间

上较为分散,以东部乌江水系、清水江水系中下游分布较为聚集。 

(2) 从遗址分布的地貌类型上看,旧石器时代贵州 95%以上的考古遗存都

发现于溶洞当中,而且人类选择居住的溶洞多处在距河流较近且高于河面的位

置。进入新石器时代, 人类生活居住的地方不再局限于溶洞,河流两旁阶地及

山间坝子等土质肥沃,靠近水源, 距河面高度适宜,地势相对平坦开阔的地点

开始成为人们生活居住的选择。此时人类居住遗址呈现洞穴遗址与河流阶地或

山间坝子并存的现象。到商周时期,贵州东部和南部等海拔低于 1000 m 的区域

遗址多分布在河流两岸阶地上,而西部、北部等地势较高区域的遗址点多分布

在山间坝子里。此时期人类主要从事生产性的农业活动,土地肥沃、取水方便

、地势平坦的河流阶地和山间坝子为人类的生活和农业生产提供了较为优越的



自然条件,成为人类居住地的优先选择。虽然商周时期人类多已在地势平坦地

居住,但仍有极少部分遗址分布在溶洞中,如仁怀云仙洞遗址等。 

 

4 贵州遗址时空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史前时期,由于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很大的程度上受

控于自然环境,尚不能摆脱对周围环境的依赖[5-6],人类活动空间与周围环境

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 

4.1 贵州旧石器时代以来的自然环境变化 

距今 26万年前,贵州六冲河流域就已有以黔西观音洞为代表旧石器时代早

期的古人类生息繁衍。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的二三十万年间,贵州地区自然环境

经历了全球性冰期— 间冰期的气候冷暖干湿波动[27-30],引起当地气温、降

水等因素改变,并进一步影响到当地生态系统[30]。然而贵州邻近北回归线,属

亚热带气候区,气候冰期—间冰期的冷暖干湿波动并没有剧烈改变当地植被景

观。黔南荔波凉风洞石笋 14220~1570 a BP 期间的 δ13C 变化曲线显示

[30],14220~10500 a BP 间的晚更新世晚期当地植被为 C3 和 C4 植物共同组成,

即草被和林被的组合。孢粉分析结果则进一步揭示晚更新世贵州植被的具体组

成情况[31-33]。西北部北盘江上游幡龙河河源岩溶盆地晚更新世的植被在冰

期是以少量柏、桤木、冬青等组成的小乔灌丛,间冰期时则为亚热带针阔叶混

交林[31]。邻近区域的威宁南屯泥炭层剖面孢粉也显示了相似的结果[32]。位

于贵州中部岩溶盆地中的安顺小黑土剖面孢粉分析发现[33], 24500~22300 a 

BP 期间,当地植被为常绿、落叶针阔叶混交林,而 22300~10000 a BP 期间植被

为常绿、落叶阔叶林。进入全新世以来,气候条件转好,贵州植被以 C3 植物为

主[30]。孢粉分析显示,喀斯特谷地植被[32]在 10780~5400 a BP 期间,植被有

疏林草丛—阔叶树繁茂—阔叶树减退—疏林草地的变化过程;高山植被[34]自

10 ka BP 以来经历了草甸、落叶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

落叶阔叶林、草甸的发展变化。 

4.2 贵州遗址时空分布变化的自然环境背景 

旧石器时代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只能从自然界获取食物,经济方式为采

集和渔猎。而贵州境内雨量充沛,气候温暖,动植物资源丰富,遍布发育的石灰

岩洞穴,为古人类的生息繁衍提供了天然的优良条件。特别是在贵州腹地,植被

为常绿、落叶针阔叶混交林或常绿、落叶阔叶林,林间动物种类繁多,使人类食

物来源较为丰富。所以,贵州这一时期的文化发达[19],早中晚期文化序列齐全

,已构成地域性的文化,如以黔西观音洞遗址代表的观音洞文化,就已得到学术

界的公认[2-3]。位于亚热带湿润区的优越位置,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境内普遍

发育的天然溶洞,都为旧石器时代的先民在此繁衍生息提供了便利条件, 从而

造就了贵州极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3, 35]。另外,该时期遗址在空间上呈现在

贵州中部、西北部和西南部等高海拔区域的集聚性。而且这样的空间分布情形

与贵州中部、西北部和西南部更为发育的喀斯特地貌也有关联。贵州中部贵阳

、安顺,西北部毕节市大方、黔西,及西南部的安龙等地的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

都在 80%以上,喀斯特地貌广布,天然溶洞众多。而贵州西部虽海拔也较高,但黔

西高原已位于云贵高原腹地,喀斯特发育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表现为山坡上

和谷地里的圆形溶蚀洼地、石沟和高原面上的馒头状孤丘[36],天然洞穴不如

中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密集。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由过去以狩猎采集为主的攫取性经济向以农业生产为

主的生产性经济转变的阶段,土质肥沃、水源方便、地势相对平坦开阔的河流

两旁阶地及山间坝子等地点开始成为人们生活居住的选择。所以,与旧石器时

代相比,该时期相当数量遗址分布的海拔高度有所降低,具体就表现为:腹地安

顺周边和西南部北盘江上游地区遗址数量突降,西北部毕节六冲河流域的人类

活动趋向河流。而北盘江中下游、南部其他河流和东部清水江等地势较低地区

人类活动地点增多。海拔 1000 m 以下的遗址数,与旧石器时代仅 7%的比重相

比,增加到 23%。在旧石器时代,贵州湿润的气候,较多的雨水,喀斯特山区茂密

的林木,丰富的果实和成群野兽等优越的自然条件,为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

古人类,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形成贵州发达的旧石器文化[19]。但到新石器

时代,打磨光滑锋利的磨制石器生产工具出现[26],使农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

要经济部门,农产品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原始农业生产中,土壤和水源是

两个十分重要的条件。贵州喀斯特地貌区,河流深切,一般深度都在 200 m 以上

[1],故较深的河谷不利农业灌溉。并且在喀斯特地区,地表土壤层薄而贫瘠,不

利农作物生长。因此,在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人们自然会向土壤肥沃、灌溉

便利的河谷平原和山间坝子迁移[19]。但贵州农业经济发展迟缓,直到商周时

期的遗址当中,仍有很多石器出土,且出土的青铜器具多为一般的作战兵器,生

活用具和生产工具[20, 23]。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贵州

优越的自然环境为人们提供的丰富的食物来源,造成贵州极为发达的旧石器文

化。而贵州境内广布的喀斯特地貌、深切的河谷、贫瘠的土壤,则限制了贵州

农业的发展,从而造成逐渐向农耕经济过渡的新石器时代和已进入农耕经济的

商周时期发展较为迟缓的农业经济[21],这可能也是造成贵州旧石器时代、新

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遗址数呈现明显差异的原因之一 (表 1)。 

商周时期贵州遗址集中分布在河流中下游地区及山间坝子里,除这些地区

土壤、地形等便于发展农业之外,也受这一时期外来文化的交流影响[4, 20, 

37-38]。如乌江、赤水河水系区域出土器物特征方面与四川、重庆地区商周时

期文化有较大共性[4],最近在重庆发现的清源遗址也证明了乌江文化通道的

存在[39],即商周时期外来文化通过乌江这一走廊传播到了贵州境内。在黔西

、黔西北地区,文化则受滇东高原文化的影响,在青铜文化时期滇东黔西地区就

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周围的独特文化[40],且出现了适宜高原环境的稻作农业,

这一点在中水鸡公山文化中表现突出[22]。 

 

5 结论 

(1) 旧石器时代贵州遗址集中分布在中部、西北部、西南部和北部等高海

拔区域,特别是在贵州中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喀斯特地貌发育区遗址分布更为

密集。至新石器时代,该时期遗址空间上分布上表现为腹地安顺周边和黔西南

北盘江上游地区遗址点显著变小, 南部、东部河流沿河分布遗址点数量增多,

西北部六冲河流域的人类活动海拔高度则有所降低,逐渐趋向河流。商周时期

贵州遗址空间上较为分散,但以东部乌江水系、清水江水系中下游分布较为聚

集。 

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在海拔高度 1000 m 以上的遗址占遗址总数的 93%,

此时期人类主要居住在喀斯特溶洞中。到新石器时期,人类生活居住的地方不

再局限于溶洞,河流两旁阶地及山间坝子等土质肥沃,靠近水源,距河面高度适

宜,地势相对平坦开阔的地点开始成为人们生活居住的选择。此时人类居住地

为洞穴遗址与河流阶地或山间坝子并存。随时间推移,文化遗存中位于河流阶



地和山间坝子愈多,到了商周时期,贵州东部和南部等海拔低于 1000 m 的区域

遗址已多分布在河流两岸阶地上,而西部、北部等地势较高区域的遗址点多分

布在山间坝子里。 

贵州遗址时空分布变化与区域气候环境波动变化关系不大,而是与区域地

貌环境密切相关。早期人类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喀斯特发育,溶洞密集地区成为

人类生活的集中区;后随农业出现,土壤和灌溉便利、适于发展原始农业的河流

阶地和山间坝子成为人类居住的选择;在旧石器时代,贵州优越的自然环境为

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造成贵州极为发达的旧

石器文化。而境内广布的喀斯特地貌、深切的河谷、层薄而贫瘠的土壤,造成

贵州农业经济发展迟缓。贵州在商周时期文化发展不平衡, 加上外来文化影响

,此时期从事农耕生产的人们主要在贵州乌江流域、黔西等地区的河流阶地和

山间坝子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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